


人口特征视角下PPP项目初始信任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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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PPP项目初始信任是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已有研究主要从项目公司层面研究初始信任建立过程，而较少考虑项目参与者个体层面的影响效应。为此，修正了已有的PPP项目初始信任结构模型，构建了人口特征视角下PPP项目初始信任影响因素结构模型，重新对PPP项目的初始信任维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PPP项目的初始信任可由能力型信任、诚实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三个维度来测量，PPP项目初始信任的影响因素除财务状况、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公司声誉外，公司高管的人口特征也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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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PPP模式是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为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的供给建立起来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鼓励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合作，双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互利共赢[1]，在目前中国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PPP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在国内的大热，在实践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合作中常会出现的再谈判现象。从契约理论出发，PPP项目再谈判的根源在于契约的不完全性[2]。由于契约总是[footnoteRef:2]不完全的，事先谈判和解释将来可能发生的每一个意外事件都是不可能的，在不完全契约的前提下，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是可以弥补过多控制可能造成弊端的必要措施之一[3]。研究发现，由于信息交换的固有的不对称性，合作双方缺乏信任而紧靠契约合同约束对方的行为，可能会引发机会主义问题和防御行为，增加谈判和监督成本，降低项目有效协议达成的成功率[4]，信任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2: 基金项目：基础设施领域财政支持公私合作伙伴（PPP）机制创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ZD024）；市场决定性作用下PPP项目协同监管模式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JL023）；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协同治理机制研究，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5B08214）；PPP模式下基础设施项目治理与监管机制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3B15020062）；“互联网+”视角下水利项目政府监管模式创新及实现路径研究，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6B03914）；江苏省水利工程PPP项目机制创新与政策建议研究，江苏省水利厅科技项目（201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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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工程项目信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信任的类型、信任对风险分配和绩效的影响、信任的作用以及信任的发展过程等方面，对信任建立的影响因素研究相对比较缺乏。Albertus Laan等[5]认为通过选择关键性的员工、增加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往、激励双方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可以帮助承发包双方克服彼此的对抗心理，建立良好的工程信任初始环境。Pui Ting Chow等[6]将工程项目的信任期望和信任行为建立过程区分开来，认为影响项目双方信任建立的因素有社会关系网络、程序性度量、信用等级、计算的产出。王冬梅[7]对业主和承包商彼此信任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分析，认为影响业主对承包商信任的因素有：双方的关系状况、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对合同公平度和满意度的感知、承包商的绩效水平以及人际关系。杜亚灵、闫鹏[8]将信任区分为初始信任和持续性信任，认为影响政府部门对社会资本的初始信任的主要因素有：社会资本的财务状况、工程经验、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力量投入、社会声誉、安全和环境能力，间接因素有社会资本的过往表现和工程经验。以上关于工程项目的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局限于：（1）将公司层面的硬性影响和个人交往层面的柔性影响区分开来研究，没有将两个层面的双重影响结合起来分析；（2）在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上，对公司高管的人口特征的影响效应的研究相对较缺乏。鉴于此，本文对PPP项目初始信任的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影响PPP项目初始信任的公司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因素纳入到一个研究框架内，修正了已有的初始信任影响因素和初始信任维度两个测量模型，建立了人口特征视角下PPP项目初始信任结构模型。
1.假设的提出
1.1项目层面相关因素与初始信任
PPP项目信任被分为资格预审阶段的初始信任和谈判再谈判阶段的持续性信任，初始信任被定义为合作双方根据对对方固有特征的判断而行成的一种静态的信任[8]。由于初始信任的形成阶段是在项目初期的资格预审阶段，关于项目层面对初始信任的影响因素可以较多的借鉴资格预审的评价标准，此方面的文献已较为丰富。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借鉴杜亚灵和闫鹏[8]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相关文献[9-12]，认为影响PPP项目初始信任项目层面的因素有财务状况、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力量投入、社会声誉。由此，做出如下假设：
H1a：财务状况与初始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1b：技术能力与初始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1c：管理能力于初始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1d：力量投入与初始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1e：社会声誉与初始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1.2公司高管的人口特征与初始信任
PPP项目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存在很高的风险。存在高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的信息不对称，合同双方由于防备心理难以信任对方，从而造成交易壁垒，最终影响项目绩效，而沟通被证明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手段之一。Wong等[13]表示高效率的信息流通能够降低合作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合作伙伴开放和频繁的沟通交流能使团队成员更愿意信息共享。同时组织的信息共享可以减少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组织间的信任水平[14]。由此可知信息的沟通与共享能够有效地解决组织间的不信任，保持有效的沟通是启动和提升信任的有效手段。那么如何促进信息的沟通呢？束义明等[15]证明团队成员间的年龄相似性、受教育水平能够促进团队内沟通增加，有利于双方沟通的良性互动。同时王雪莉等[16]认为由于出身于相同职能部门的高管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式较为类似，职能背景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提高产生不良的影响，即职能背景的相似性能够促进公司高管对问题的理解以及问题的有效解决。又由于个人的人际信任是组织间信任的组成部分，对于代表组织在项目公司中行事的个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信任是发展组织间信任的关键[13]。因此本文认为公司高管的人口特征能够影响初始信任的形成与建立。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公司高管的人口特征与初始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影响PPP项目初始信任形成的因素除了有财务状况、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力量投入、社会声誉外，还有公司高管的人口特征。基于此，构建表1所示的初始信任影响因素指标表。
表1 初始信任影响因素指标表
	层面
	因子
	数量
	观察变量

	企业层面
	财务状况
	4
	自有流动资金F1

	
	
	
	融资渠道F2	

	
	
	
	融资成本F3

	
	
	
	财务抗风险能力F4

	
	技术能力
	5
	技术人员情况T1

	
	
	
	核心技术T2

	
	
	
	项目经理情况T3

	
	
	
	工程设备情况T4

	
	
	
	工程经验T5

	
	管理能力
	6
	组织机构情况M1

	
	
	
	负责人综合素质M2

	
	
	
	公司的社会关系网络M3

	
	
	
	安全管理M4

	
	
	
	HSE管理M5

	
	
	
	可持续发展M6

	
	社会声誉
	6
	企业资质C1

	
	
	
	信用等级C2

	
	
	
	相关奖项C3

	
	
	
	业主反映C4

	
	
	
	过往履约表现C5

	
	
	
	不良记录C6（违约、诉讼、失败）

	
	力量投入
	2
	当前工作负荷P1

	
	
	
	计划分包或转包情况P2

	个人层面
	人口特征
	4
	年龄P1 

	
	
	
	教育程度P2

	
	
	
	任期P3

	
	
	
	职能背景P4


1.2初始信任的维度构建
目前研究者们将信任划分为若干维度予以研究。Rousseau等[17]认为信任的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关系中信任有不同的形式，信任应被划分为基于计算的信任、基于情感的信任和基于制度的信任。所谓基于计算的信任是指在合作初期计算自身感知到的合作可能带来的得失，基于情感的信任是指基于人际交往和认同的情感回应，基于制度的信任是指在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氛围中，法律制度、文化和社会准则对信任起促进作用时扮演的角色。Hartman[18]将信任划分为基于诚实的信任、基于能力的信任和基于直觉的信任三个维度，基于诚实的信任即道德信任——施信方相信受信方会保护己方的利益，基于能力的信任是指施信方相信受信方的能力足以完成约定的任务，基于直觉的信任是指施信方情感上或直觉上信任受信方的意图和行为。SaiOnCheung等[19]将信任划分为基于系统的信任、基于认知的信任和基于情感的信任三个维度并构成一个信任框架，建立了类似于Rahim组织冲突清单的工程项目承包商信任清单。叶瑛、姜彦福[20]在信任影响创业投资机构对新创企业绩效的案例研究中，将信任划分为谋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认同型信任，指出组织间的信任影响绩效的途径不仅仅局限于降低交易费用，还体现在促进互补资源整合和提高团队士气上。蒋卫平、张谦等[21]借鉴上述Rousseau的观点，基于承包商的视角，将信任划分为基于计算的信任和基于关系的信任，将信人的前因、信任和项目成功整合到一个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两类信任的关系，以及对项目成功的影响程度，并指出相比于计算型信任，关系型信任对项目成功的影响更大。杜亚灵、闫鹏[8]将工程项目中的信任按时间属性划分为交易准备阶段的静态初始信任和交易过程中的动态演化的持续性信任，基于初始信任是静态的考虑，将初始信任划分为基于能力的信任、基于诚实的信任和基于直觉的信任三个维度，并指出初始信任是持续性信任的起点，因此在项目资格预审阶段对初始信任的提高与维持对后期的合作十分重要。
以上对信任维度的分析既有以西方文化为背景，也有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信任的情景依赖性决定了文化差异下西方背景下的信任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中国是“人情化”社会，中国本土化的信任比西方的信任更为复杂，中国情景下的信任有人情和理性的双重基础[22]。信任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对于有合作意向的两个组织，若之前已有合作经验，则团队双方的互动历史和团队成员间之前的关系能够影响工程项目合作双方的关系发展，同时组建公司高层的人际网络关系也对其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23]；若是初次合作，必然会首先考虑对方的能力来衡量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但对于耗时长的PPP项目而言，仅靠硬性的合同来约束对方的行为，不经济也不合理，必然要求双方在合作期间保持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又由于信任本质上是施信方对受信方保持的正面期望，相信对方会保护己方的利益[17]。鉴于此，本文将人口特征的相似性促进PPP交易双方的认同感考虑在内，认为PPP项目的初始信任可由表1所示的能力型信任、诚实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三个维度构成。
表1 PPP项目初始信任维度
	信任维度
	内涵

	能力型信任
	施信方相信受信方的能力足以完成约定的任务

	诚实型信任
	即道德信任——施信方相信受信方会保护己方的利益

	情感型信任
	基于人际交往和认同的情感回应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人口特征视角下PPP项目初始信任结构模型构念框架。

图1 人口特征视角下PPP项目初始信任模型构念框架
2 测量量表的开发过程
为丰富中国情境下PPP项目初始信任产生机制，基于图1的框架，系统开发了两个层面的PPP项目初始信任影响因素测量量表，并进行了广泛的数据收集工作。具体量表开发过程如下。
2.1 初始量表的形成
在量表开发初期阶段，为了确保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调查问卷的题项主要借鉴成熟的量表。基于能力的信任和基于诚实的信任两个维度的题项借鉴于Jeffrey K Pinto[3]和杜亚灵[8]的量表，基于情感的信任的题项借鉴于Sai On Cheung[19]的量表。关于初始信任影响因素的测量题项主要来源于杜亚灵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指标，从而形成了一组影响初始信任的初步因素指标表以及反映初始信任维度的初始量表题项。针对初始量表，通过咨询相关专家的意见，去除了表达歧义、语义模糊的题项，并在本研究团队老师教学的工程硕士班进行预调查，对回收的调查问卷相关指标进行初步的归类和整理，咨询他们的相关意见。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保留了表2所示初始信任影响因素的27个题项，以及初始信任能力、诚实和情感三维度的信任量表，其中基于能力的信任有4个题项，基于诚实的信任有3个题项，基于情感的信任有3个题项。
2.2量表开发的探索研究
正式调查问卷通过网上和实地两种发布问卷的方式有针对性的调查了300名参与过PPP项目的专业人士。问卷涵盖了影响PPP项目初始信任企业和个人两个层面的指标要素以及测量初始信任3个维度的测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问卷受访者包括作者所在学校目前研究并参与过PPP项目的老师学者、研究所已毕业或在读的已从事或正在从事PPP项目的工程硕士和MBA学员以及他们的同事等人，最后收集问卷145份用于研究，去除18份无效问卷共有127份用于正式研究，其中67%的受访者为男性，81%的受访者年龄在25-54之间，受访者所在单位包括了政府机构、政府代理机构、咨询顾问机构、设计单位、项目投资方（政府方）等，受访者参与过的PPP项目类型包括电力能源、交通运输、水务、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旅游、IT/通讯、新市镇开发等。
量表分析首先保留了相关系数值大部分大于0.3的测项，为了验证这些测项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收敛效度，对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主成份分析法提取了8个共同因子，每个因子显示出良好的信度，信度值在0.617—0.909之间，KMO值在0.5—
0.894之间（分析结果见表2），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Cronbach a
	KMO值

	影响因素
	管理能力
	0.909
	0.868

	
	技术能力
	0.889
	0.844

	
	财务能力
	0.823
	0.776

	
	公司声誉
	0.896
	0.894

	
	力量投入
	0.617
	0.500

	
	人口特征
	0.734
	0.720

	初始信任维度
	能力信任
	0.749
	0.750

	
	诚实信任
	0.721
	0.766

	
	情感信任
	0.728
	0.734


3高阶初始信任测量模型的构建
通过上述研究，构建并验证了2个层面，37个测项的PPP项目初始信任测量量表，以下将使用正式数据建立测量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由于各个指标对于初始信任的贡献是有差异的，各个指标对初始信任维度的贡献也有差异，为了合理地考虑初始信任和各个构面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初始信任的6个指标和3个维度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初始信任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17.0软件对该模型进行拟合验证，考虑到回收的样本较少，用该软件中的bootstrapping功能将样本扩大到400进行多次重复抽样验证。该模型实际上包括初始信任影响因素和初始信任维度两个测量模型，由于测项较多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测量模型分开分析。初始信任影响因素测量的各个指标则成为整个模型的一阶变量。其次，对该模型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整体模型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各拟合指数见表3，即二阶测量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二阶测量模型中各个一阶测量变量到初始信任构念的因子载荷路径系数见表4。
表3初始信任结构方程拟合指标
	检验指标
	初始模型指标值
	修正模型指标值
	参考值

	

	1.713
	1.545
	2-5，不太好

	CFI
	0.837
	0.953
	>0.9，非常好

	NFI
	0.686
	0.897
	>0.9，较好

	GFI
	0.687
	0.889
	>0.9，较好

	RMSEA
	0.075
	0.043
	<0.08，非常好

	AGFI
	0.644
	0.833
	>0.8，非常好



表4初始信任结构方程假设检验结果
	作用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t值
	是否支持假设

	技术能力→初始信任
	0.493
	9.072***
	支持

	管理能力→初始信任
	0.447
	8.790***
	支持

	财务状况→初始信任
	0.353
	7.916***
	支持

	公司声誉→初始信任
	0.312
	5.496***
	支持

	力量投入→初始信任
	——
	——
	不支持

	人口特征→初始信任
	0.415
	8.770***
	支持

	情感信任→初始信任
	0.944
	6.160***
	支持

	能力信任→初始信任
	0.940
	5.078***
	支持

	诚实信任→初始信任
	0.861
	4.732***
	支持


根据PPP项目初始信任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结果可知：
本文关于杜亚灵PPP项目初始信任形成机理的驱动因素得到基本验证，但研究结果略有差异。对于项目层面影响PPP项目初始信任的5个因素，从标准化路径系数的大小分析，（1）技术能力对初始信任的影响程度最大，原因在于技术能力代表了社会资本的技术人员情况、企业所拥有的的核心技术、项目经理的能力、工程设备的优劣情况以及其具备的类似工程的投资经验或承建与运营管理经验，其中类似工程经验包括同类型和规模的工程，以及类似施工现场、气候、气质条件的工程。由于PPP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时间较晚，社会普遍对PPP的认识不够成熟，目前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在实践中很多案例都忽视了项目的运营管理问题，导致后期容易发生合同纠纷。作为政府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较为关心的是社会资本方是否具有相关的专业人员、专业化机构[1]以及项目的运营管理问题，则管理能力对初始信任的影响也得到了解释。（2）财务状况代表社会资本的企业净资产、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和财务抗风险能力，PPP项目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目前中国的融资市场并不景气，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其的资金支持兴致并不高，因此社会资本好的财务状况能够显著提高政府部门对其的初始信任程度。（3）公司声誉代表了社会资本的企业资质、信用等级、获得的相关奖项、业主反映、与其他企业过往的合作经历以及不良记录。公司声誉对初始信任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原因是公司声誉相关指标主要传达的是推荐信任，在传达的过程中可能由于人为原因造成部分程度的信息缺失，若重视公司声誉方面的影响，可能会夸大社会资本方的能力，不利于社会资本方的选择。
对于个人层面影响PPP项目初始信任的影响因素，人口特征对初始信任的影响程度仅次于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之下。原因在于人口特征表示的是社会资本方指派代表人的受教育程度、年龄、任期以及职能背景，在合作初期社会资本方指派的代表人若与政府方代表年龄相仿，会从心理上减少部分隔阂，从而更利于双方的沟通。同时有受访者表示若对方代表人年龄越长，对其的信任程度越高，这是由于在中国社会年龄被认为是与职业背景紧密挂钩，年龄越长其能力、经验等能容易使人信服。对于对方的受教育程度、任期和职能背景，这代表了对方的学历背景、工作经验与经历，可以从侧面反映合作方投入的人力资源状况。再加上我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对地缘、亲缘等因素有更多的交往偏好，从相似—吸引范式角度考虑，人口特征指标的相似性更利于双方建立起交往关系，也更利于合作后期的持续性互动。同时参考欧盟的PPP项目实施程序，在PPP项目的采购阶段欧盟极为重视甚至鼓励采购人与投标者的交流与沟通，认为这是PPP项目取得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因此，公司高管的人口特征对初始信任的构建有重要的影响效应。
对于初始信任的维度，研究结果表示PPP项目的初始信任由基于能力的信任、基于诚实的信任、基于情感的信任三个维度构成，其中基于情感的信任相对于前两者路径系数稍大，基于能力的信任次之，基于诚实的信任最小。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基于情感的信任本质上是指施信方和受信方基于人际交往和认同的情感回应，对于PPP这种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项目，若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双方从合作初始就没有达成好的合作意向，对彼此没有认同感，这对项目后期的谈判和沟通是极为不利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也会愈加严重。而基于能力的信任是对社会资本能力的考察，更多的是针对资格预审阶段的硬性指标，硬性指标达成也表示政府部门相信社会资本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基于诚实的信任是建立在对方道德约束的基础上，人都是有利己本性的，过多的依赖对方道德上会保护己方的利益，可能会适得其反。
4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初始信任测量入手，站在PPP项目政府方的研究视角，经过系统的量表开发过程，构建了可靠且有效的多维度多层面的PPP项目初始信任结构模型，丰富了初始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突出了公司指派代表人的人口特征对PPP项目初始信任形成的重要性，填补前人对初始信任研究的不足，同时也能为社会资本在争取PPP项目时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
（1）PPP项目初始信任的影响要素除了有财务状况、管理能力、技术能力、社会声誉、外，还有公司指派代表人的人口特征，其中公司指派代表人的人口特征对PPP项目初始信任的形成影响显著。
（2）PPP项目初始信任可由基于能力的信任、基于诚实的信任和基于情感的信任构成，其中基于情感的信任对其影响最大。
本文建议在相同的条件下，社会资本方若能找出与政府部门有相同际遇的代表人参与到项目中，会增大社会资本方获得参与PPP项目的机会。管理系统本身就是人为系统，在PPP项目初期中小型企业很难获得政府方的信任，若能通过公司代表人的选择进行PPP项目初期的接触和谈判，能够获得更好的初始信任，更利于后续的合同谈判以及全生命周期合作的沟通，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社会资本进入到PPP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议作用。从政府部门的视角出发，如果政府部门感到一个社会资本的可信程度高，那么这个企业在PPP项目中资格预审阶段相对而言更有竞争力。在明确初始信任影响的基础上，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可信度。因此本文认为建立信任就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人情，充分运用己方的关系网；二是强化能力，在PPP项目中就体现在社会资本尽可能满足资格预审文件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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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itial Trust Model of PPP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LI Jing1,2  ZHANG Ke1,2,3,4  XUE Song1,2  ZHANG Yun-hua1,2 
(1.BusinessSchool,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1100,China；2. Institute of Project Management of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1100 China;3.Jiangsu 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World Water Valley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anjing Jiangsu,211100,China;4.International River Research Centre of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1100,China)
Abstrat: The initial trust in ppp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guarante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studies initial trust establishment process from the the aspect of project company ,while less consideration is given to the individual impact of the project participants. Therefore, the exsiting trust structure model of PPP project has been revised, and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initial trust influence factor of PPP project has been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itial trust dimension of PPP project has been re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itial trust in ppp projects can be measured in three dimensions: competence—based trust, integrity—based trust and affect—based trust; In addition to financial capability, management ability, technical ability, power input and social reputation,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Key Words: ppp projects; initial trus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al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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